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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对学习宣传林俊德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林俊德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日前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学习宣传林俊德院士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

中宣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和中国工程院1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林俊德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报告会前会见林俊德同志亲属和报告团成员，代表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军委，向林俊德同志的亲属和报告团全体同志表示诚挚的问候。徐才厚指出，胡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对林俊德同志的最高褒奖，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军队英模的亲切关怀和厚爱，我们一定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一同会见。
徐才厚指出，林俊德院士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是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代表，是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楷模。他扎根边疆52年，把青春和生命融入大漠戈壁，把全部心血和智慧奉献给国防事业，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曾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30多项，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依然坚持工作，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和马兰精神。
徐才厚强调，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大力宣传林俊德同志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军和武警部队要深入开展向林俊德同志学习活动，学习他对党忠诚、矢志报国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执着追求，学习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学习他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奋斗精神。要把学习活动与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７月２３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两项重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教育激励广大官兵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胡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立足本职岗位艰苦奋斗、锐意创新、拼搏奉献，努力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记者：李宣良、李清华
来源：201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林俊德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总装备部某基地副政治委员 侯力军
　　
林俊德同志是“两弹一星”伟业的重要开拓者，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核科学家。他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浓缩为一句话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一批批海外学者、专家教授、高校学子，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奔赴核试验基地。林俊德就是第一批选调到基地的优秀大学生。当得知自己将从事核试验时，他说，一定要勤奋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一伟大事业。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林俊德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测到了核爆炸的冲击波数据。当周总理问，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根据林俊德提供的数据，坚定地向总理报告，测量数据证明是核爆。那一刻，林俊德无比兴奋。
林俊德同志把开拓创新当作毕生追求。
他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首战立功。从此，“林氏”压力自记仪遍布试验场的各个角落，效应试验用的坦克、飞机、火车，从万米高空到地上地下的各种工事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轻便实用的仪器。作为功勋装备，这种仪器在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第一次氢弹乃至整个大气层核试验阶段，完整测得了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武器威力确定和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推动建立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特定地质条件下的力学测量体系。他带领团队先后创建10余种测量系统，从大山深处的平洞到戈壁滩上的竖井，一路披荆斩棘，系统掌握了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他还敏锐地发起了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他引领了我国爆炸力学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某重大国防实验装备，为保持我国核武器的有效性奠定了重要基础；研制出某大型实验装置，为解决国内航天器空间碎片防护、常规兵器毁伤等爆炸力学研究的难题，提供了必要手段；研制的声电报靶系统，解决了常规兵器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世界性难题，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多个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林俊德同志把牺牲奉献融入灵魂血脉。
特殊年代，林俊德默默奉献；时代变了，他依然默默坚守。当选院士后，他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2001年，某技术学院想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承诺年薪20万元，提供一栋别墅，一年只去一次就可以，他当即回绝：“我既不熟悉你们的教学工作，又不从事你们的研究领域，这个忙我帮不上。”
林俊德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忠诚使命看得重于一切。即便是身患癌症后，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未完成的科研项目，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3次拒绝手术治疗，强忍病痛整理完用毕生心血积累的大量科研资料；在生命的最后3天，他3次打电话指导科研工作，2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任务；在生命的最后1天，他用尽气力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发起了悲壮冲锋，9次请求下床工作，直至把他最牵挂的某重大课题技术思路梳理清楚，留给后人。
住院时，他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需要处理的事情：归档科研资料，完善技术方案，审改学生论文，家人留言等11件事。去世后，我们打开他的小笔记本，其他10项事情他都一一安排好了，唯独“家人留言”这项还是空白，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弥留之际，他留给组织的一句话就是：“把我埋在马兰。”
在马兰的戈壁滩上，生长着一种名叫胡杨的树木，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说，它死后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林俊德就是一棵扎根大漠戈壁的胡杨树，就是千千万万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就是一名永垂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来源：201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陪伴老林一辈子我很幸福
林俊德的妻子  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不是他进场，就是我出差，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还不到一天。婚后我对老林逐渐加深了了解，在他心中，事业大于天，责任重于山。他一年到头始终都在拼命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少能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家几乎成了他的旅店，就连过春节也照常加班。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为了核试验什么都不顾。记得女儿快出生时，老林正忙于试验任务，我怀孕后回老家生孩子。女儿满月时，老林才来接我，考虑到当时我的工作也很忙，加上戈壁滩生活条件艰苦，实在没办法抚养女儿，他悄悄地和我商量：“咱俩都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才接到身边。
我和老林都是大学毕业，他在基地也带了不少学生，按道理，我们有能力辅导孩子。由于工作忙，别说辅导孩子学习，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还经常顾不上。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其实老林是非常疼爱孩子的。他知道女儿爱吃新疆烤馕，每次出差路过乌鲁木齐，总要亲自排队给女儿买几个；儿子从10岁离开我们去外地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老林给儿子写了100多封信。
老林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有点儿不舒服也不在乎，总认为能扛过去。两年前，我发现他一下子瘦了很多，一到半夜就胃疼，多次劝他去医院查一查，可他总是说现在工作忙，往后推一推吧。今年3月，他在跟基地领导汇报工作时，领导看他脸色不好，坚持让他去做全面体检。在北京，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老林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一再叮嘱我：“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担待吧，不要把病情告诉别人，别给大家添麻烦。”
尽管北京的医疗条件很好，但老林不肯在北京继续住院，他反复对我说：“建琴呀，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回单位处理工作上的事。”为了他工作方便，5月23日，我陪老林转到西安唐都医院，刚入院他就催着我回家把笔记本电脑给他拿来。在随后的8天里，看着他用颤抖的手批改学生的论文，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还要整理电脑文件，看着他在和死神争分夺秒，一点点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但我和孩子不敢、也不能去劝阻他，因为我很清楚，老林此时已把能做完这些事，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
在生命的最后两天，老林说话越来越吃力，有时含含糊糊，断断续续，只有我能听得懂。那时，他念叨最多的还是工作，还想给我们家人说些心里话。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栏家人留言，本来是想给疼爱的孙子、外孙写几句话的，可最终也没能写成。弥留之际，他给我留下三句话：“后事一切从简，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我埋在马兰。”还对儿子、女儿说：“你们要照顾好妈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老林住院的60多天，是我们夫妻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老林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我都努力做了。”我们虽然缺少点浪漫，但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和睦、很充实。
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刻，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我们有缘相识；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我们深感能够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豪。老林住院期间经常说：“我75岁了，这辈子干了核试验这件事，我很满意。”这是老林的心里话，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心声。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

来源：201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最后八天的生命冲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惠宾科护士长  安丽君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年，护理过许许多多身患绝症的病人，与林俊德院士接触的短短8天，是我永生难忘的8天。
5月23日下午5时，我第一次见到林院士。他身形消瘦、面容憔悴，言谈举止却淡定从容，丝毫看不出身患重病。翻看他的病历后，我才得知他患的是胆管癌，已到晚期，同时伴有腹腔积液、多发肝囊肿、慢性胃炎等疾病。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生命留给老人的时间不多了。
5月24日上午9时，我们拿出连夜研究的治疗方案与他商讨。没想到一听说要做手术和化疗，他当即回绝道：“我之所以没有在北京做，就是担心术后影响工作。”我们实言相告：如果手术，可能会延长一些生命；不手术的话，癌细胞会很快扩散，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却十分平静地说：“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
5月26日下午3时20分，林院士病情突然恶化，出现消化道大面积出血，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天的紧张救治，血总算止住了。这时，林院士却提出：“在这里没有电脑，探望时间又有限，我没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考虑到他的脉搏、血压、心率等参数明显异常，我们没有同意。无奈之下，他又让老伴出面协调，领导也劝他多观察一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呆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宁要有质量的一天，也不要没有质量的十天。”
5月29日上午9时，林院士转回普通病房。一位老中医朋友前来探望，林院士见面就问：“用中医的办法治疗，能不能延长几天时间，好把手头工作再处理一下。”当时，我和老中医相对无语。走出病房后，老中医泪流满面地说：“我们没办法延长他的生命，他想工作就让他工作吧。”
下午5时10分，林院士突然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若不及时解除，将会危及生命。专家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外科手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另一种是下肠梗阻导管，这种方法需要将3米多长的管子从鼻腔插入肠道。林院士担心手术后可能无法工作，毅然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在近90分钟操作过程中，他疼得面部肌肉变形，却没有喊过一声，没有表现出一丝不配合。
5月30日下午4时45分，林院士肚皮胀得发亮，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身体严重缺氧。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强烈要求在病房加一张办公桌。身上插满了胃管、引流管、吸氧管、输液管，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减少干扰，他两次要求拔掉引流管和胃管，不断强调说：“带着管子工作不在状态，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效率。”
5月31日，林院士住院后的第八天，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似乎感到死神的脚步已经迫近，从7时44分到9时54分，他先后9次发出强烈请求，反复强调他牵头的一个项目，如果不交代清楚，就无法延续下去，对国家将是很大的损失，对他个人也是永远的遗憾。
办公桌离病床只有几步，但对已经不能站立的林院士来说，哪怕挪动几厘米，都是艰难的征程。9时55分，大家搀扶他一点一点往前挪，当他勉强坐在椅子上时，呼吸更加急促，头颈有些发软，全靠别人帮他扶着。
10时54分，他颤抖的手已经握不住鼠标，视力也渐渐模糊，几次向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在场的人都劝他休息，面对一声声请求、一双双泪眼，他反复说，“不要强迫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即便是他答应暂时停止了工作，也只愿坐在椅子上休息，几分钟后又继续操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院士的生命体征几乎到了极限的边缘，但他依然在坚持，资料从电脑里找、按ABC的顺序排、开启保险柜的示意图已画在本子上了……
11时09分，我们极力劝他躺回病床，他这才最后一次查看了电脑里的文件，艰难地说：“好吧，谢谢！”他累了，躺下了，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

来源：201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发狂”工作的核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  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院士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他说的机遇，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他说的“发狂”，就是从事“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

林院士的“发狂”，在艰苦创业时期，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研制这种仪器最难的是动力问题。国外的机测仪器一般是用小型稳速电机作动力，但这项技术当时我国还没有掌握。怎么办？林俊德像着了迷似的，整天苦思冥想，连吃饭、走路都在思考，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设计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并在反复实验后，攻克了“动力”这一难题。接下来就是尽快找到适合记录冲击波形的介质。林俊德先后尝试了10多种材料，最后还是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一种硬木头，用火烧炭化后派上了用场。经过一年半的艰辛探索，他们研制出能在核爆炸电磁脉冲等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首次核试验中试用成功。这种罐头盒大小的仪器，现在看很简陋，但当时立了大功、成为功勋装备，在以后的核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6年的冬天，我国首次氢弹试验不久将要进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他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研制工作中。由于仪器要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他们就背着仪器，先是跑到附近的山坡上，利用深夜和凌晨最冷的时刻做实验。为了更真实地模拟仪器使用环境，他们又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冬天的山顶空气稀薄，冰封雪冻，寒风刺骨，他们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山上待了整整一夜，手冻僵了，脚冻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赶在爆炸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我国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的测试手段。
不媚外、不迷信、不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林院士在自主创新上也有一股“发狂”的拼劲。他始终瞄着最前沿、最难啃、最急需的课题攻坚克难。上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地下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和研究的需要，基地决定研制某种力学装置。当时，这种装置用传统的驱动技术，在国内外已经相当成熟，有的同志建议借鉴别人的设计来做。但林俊德说：“科研的核心是创新，要做就要做得比别人都好。”凭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强烈的科研自信，他独辟蹊径，发明了新型的气体驱动发射机构，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设计、加工和实验，成功研制出高效、安全、环保、性能优良的力学实验装置。
林俊德经常要和炸药打交道，每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时，只听见林俊德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就冲上前去，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又转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把生死置之度外，林院士的这种“发狂”，不仅是源于对事业的极端负责，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挚爱这项事业，愿意用整个的生命去投入。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啊。林院士用一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像林院士那样，胸怀祖国，珍惜机遇，奋发工作。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来源：201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恩师永远引领我前行
总装备部某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  钟方华
我是林俊德院士的学生。在我办公室书柜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每当看到它，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老师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压力自记仪那样，虽然简单却很精准，尽管朴实却很高效，看似平凡却蕴含智慧，始终引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钻研学问重在实践、贵在积累，这是老师带领我们搞科研时常讲的经验。记得某前沿课题攻关，相应实验平台尚未建立，为尽快攻克核心技术难关，老师就带着我们在实验区的空地上，挖了个2米多深的土坑进行探索性实验。土坑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冰窖，遇到下雨积水可以养鱼，可老师全然不顾，总说实践出真知，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我们时常一身土一身泥，同事们都说我们真像一帮民工，背后也悄悄地称老师为“民工院士”。
老师不仅做事亲力亲为，还特别善于知识储备和及时总结。他有个习惯，每个课题都准备一个文件袋，做课题过程中，不管有什么新现象、新启发、新思考，或遇到什么问题，总要及时记录下来，塞进文件袋里。天长日久，文件袋成了装满奇思妙想的“锦囊袋”。凡是做过的实验，老师都专门建立一个档案，就像医生给病人建立病历那样，几十年从不间断。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准能在他那儿找到。
讲实效、讲创造性，对国家负责，是老师科研创新的一贯思想。他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他利用材料塑性变形的特性改进设计，顺利实现了地下核试验仪器设备的防震；他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作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不仅解决了一大技术难题，还节约了大量经费。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老师那一代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学术追求上，老师奋斗进取的本色不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始终站在科研第一线，亲自承担课题研究；不管处于什么年龄，他对工作需要的新知识都保持浓厚的兴趣；每逢重大研究课题立项，他都深入思考，拿出符合核试验发展需要的意见建议。在日常生活上，老师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变。家中的沙发是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的，客厅的小木椅是用边角料打制的；母校浙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手表戴了15年，旧得磨手了，就用透明胶粘着；用了20年的公文包，已分不清颜色，他总说能用就行。在师生交往上，老师率直纯真的本色不变。我跟老师20年了，仅去过他家3次，好几个师弟还是在整理老师遗物时，才第一次踏进他的家门；我们和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屈指可数，即使一起出差，他一定坚持他的老规矩：谁的工资高谁请客；因为老师喜欢打乒乓球，他当选院士时，我们送给他的贺礼就是一只乒乓球拍，老师特别高兴，每次打球都带着。
与老师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感到他虽外表冷峻，但内心火热，培养学生总是精心入微、精雕细刻。在老师的电脑里，他为每名学生都建有一个文件夹，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技术专长、培养计划、课题建议，甚至每次电话汇报工作的内容。今年老师生病住院后，他特意让师弟把文件夹拷走。那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我们的每一步成长，老师都悉心为我们规划着、指点着、记录着。
5月23日，我出差路过西安给师母打电话，想去医院看看老师，他却让师母转告我，不急，回去好好工作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很不情愿，又不好违背老师，谁知这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敬爱的恩师走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用生命之火给了我们温暖和爱，用精神品格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我们将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微薄力量。

                  来源：201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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